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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视传统的革命家：从董老研究资料的搜集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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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年里，笔者对董老法律思想的研究进展甚微，主要原因还是资料不足，因此笔者把注意

力集中在搜集资料上。尽管这方面的工作也是收获甚微，但还是想就此做一交流。 

    有关董老研究资料的搜集，就笔者所见，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几项。第一件是1929年12月31日

《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1]原存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文件中。查业经出版的几部董老文集均

未收录，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的《董必武年谱》（第99页）提到了此信。[2]该信的内容比较

简短，主要是回忆中共一大会议的情况，信中说一大会议没有宣言，"只向国际作了一个中国情形的

报告。报告是李汉俊和董必武起的草，经大会通过"。据编者注，该报告的中文原稿没有看到。第二

件是《杨兆龙法学文选》收录了一封杨兆龙《致最高法院董必武院长的一封信》，标题为《关于社

会主义立法的若干问题》，据该书编者注说："杨兆龙教授早在1950年全国首届司法工作会议上，经

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志让介绍与董老会晤，畅谈中国的法制建设问题，深得董老赏识，当即任命他到

上海去出任东吴法学院院长一职。1957年下旬，杨兆龙教授就社会主义立法的若干问题，草拟了一

封致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的信。本想由《新闻日报》记者陈伟斯通过该报驻京办事处转送最

高法院，但此信被截留。原件被砍头去尾作为'反面教材'见于1958年《法学》第1期傅季重的批判文

章的附注里，至今鲜为人知。"[3]第三件是1957年5月董老为国务院法制局法制史研究室编纂的《中

国法制史参考书目简介》撰写的题词，全文为："这本《书目简介》的编著，只是整理我国法制史资

料的开端。希望有志这门学问的人赓续前进，扩展法制史的研究工作。"[4]这段简短的文字以墨笔

手迹的形式载于该书版权页之后，其性质介于题词和书序之间。全文虽然不过寥寥47字（不计标点

符号），但从中仍能看出董老对我国固有法制及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视。 

    此外，笔者本人组织了两次采访：一次是2003年春季采访原最高法院副院长王怀安同志；另一

次是同年冬季采访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邢亦民同志。两份采访的实录均由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生孙

琦整理撰稿，经笔者修订后分别发表于《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夏季号和2004年夏季号。在这两份

访谈录中，受访者都提到了有关董老的情况，可视为重要的口碑资料，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叫做"口述

历史"。注重和加强口述历史或口碑资料的调查、搜集和整理，在当前具有特别的紧迫性。许多曾经

与董老共同生活和工作的同志，目前年事已高。光阴荏苒，这项工作如不抓紧，许多材料就很可能

会永久湮灭。那不仅非常遗憾，也使我们丧失了更多了解历史的机会。 

    以上笔者介绍的那几件散见的材料，可以说并没有提供多少关于董老研究的充足信息，各材料



之间也缺乏联系性，因此也不可能单凭这几个材料作出什么系统的研究，但是对这些材料的搜罗还

是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其一，研究董老的法律思想，不能把眼光局限于已经出版的各类董老文集上。搜集有关董老的

研究资料，在有关档案正式解密之前，也不能指望有什么集中的、大规模的发现。但是，我们的研

究工作不能静候等待，必须拓宽眼界，从点滴做起。譬如上面提到的《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杨

兆龙致董老的信以及董老为《中国法制史书目简介》撰写的题词，都不见于各类董老文集之中，但

其中提供的信息对研究董老的生平和思想还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我们必须把眼界放宽到其他国内外

已经和尚未出版的各类文献上，大海捞针，有时也可能会淘沙见宝。 

    其二，我们不能忽视间接材料和旁证材料的搜集和利用。所谓间接材料和旁证材料，即并非直

接涉及到董老但可能会对研究董老提供重要线索或帮助和启发的材料。譬如董老自幼受过良好的国

学教育，1903年中秀才，后又东渡日本求学，并曾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前后，

受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影响，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投身革命事业。中共党内有许多老一辈

革命家，譬如著名的"延安五老"（或十老），有着与董老相同或相似的经历，在思想、见解和情感

上肯定也会有许多相通之处。因此我们研究董老的时候，不能忽视对他们的研究。 

    总之，通过对上述零星散见材料的发掘整理并结合既往已公布的资料加以研究，我们似乎可以

得出这样的一种认识：董老作为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共高层领导人，尽管在赞成和支持革命这一点上

与他同时代的主流革命家有着共同之处；但是在如何对待法制、秩序和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却又与

他同时代的主流革命家有着许多不同之处。 

    刚刚过去的20世纪，对中国来说堪称是一个疾风暴雨的革命世纪。在面对法制、秩序和传统文

化时，主流的革命思潮可以概括为蔑视和破坏。 

    1928年春，井冈山的工农红军出击湘南至桂东县，4月初一，在该县沙田圩召开军民大会，毛泽

东亲自撰写了一幅对联："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新社会建设光明灿烂。""[ 5]以后的半个世纪里，

他确实如这幅对联的上联所说的那样，将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他不但领导中国共产党人推翻了旧

政权，也砸烂了中国的旧文化，甚至连新中国成立后尚在草创且远未成型的法律和秩序，也被他发

动的一连串政治运动冲击得支离破碎。 

    梁漱溟先生曾经指出："我固早知在毛主席思想体系中，法律只是施政的工具，非其所重。此其

例甚多。即如清季有法律学堂，民国初年有法政专门学校，今毛主席却不沿用'法政'一词，而必

曰'政法'者，正谓无产阶级专政为主，固非若近世欧美立宪国家宪法高于一切也......此在理论上

未尝[不]自成一说。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选第四卷）一文中有云：'你们独裁，可爱的

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坦率无饰，要亦无需乎掩饰耳。但建国初期中央各部院犹有

司法部，史良任部长，后来便裁撤了。至今有各级法院之设，而事务甚清简。社会上有不少问题皆

由公安部门以行政处分处理之。"[6] 

    毛泽东在1958年8月21日下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

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

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

刑法来维持秩序。"[7] 

    英国著名政治理论家柏克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的

暴力把一切美好的传统都摧毁了，并且从根本上"动摇了社会秩序和自由的基础，以及在漫长的历史

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美好的事物和人类文明的瑰宝。他预言这种毁灭性的破坏终将导致一种新的专



制主义强权的出现，唯有它才能够维持社会免于全面的混乱和崩溃。而且这种专制主义还必然会蔓

延到法国境外的整个欧洲。不久以后，拿破仑之登上舞台及其所建立的欧洲政治霸权，似乎是完全

证实了他的预言。"据说，"这是历史学史上最罕见的准确预言之一"。[8]不过，向称保守的柏克并

非一味地反对革命，他赞成英、美的革命。因为在他看来："英美的革命是以发扬传统中的美好的价

值为目的的。"[9] 

    在如何看待革命的问题上，董老未必会同意柏克的见解；但是在珍视传统这一点上，董老肯定

能与柏克产生共鸣。1949年以后，董老长期主持政法工作，他的基本主张就是尽快建立起法制和秩

序，这也可以说是他后半生所追求的目标。对此，笔者曾有专文做过论述。[10]本文前面提到那些

零星材料，正可以进一步加强和印证笔者以往的观点。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董老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甚至可以说是温情，这就使他迥异于他同

时代的主流革命家们。1965年1月，董老在游览成都武侯祠时，题写了一幅匾联："三顾频繁天下

计；一番晤对古今情。"上联是摘录杜甫诗《蜀相》中的原句，下联是董老对这段古今传为佳话的历

史故事的由衷赞美。董老用一个"情"字联结古今，正反映出他对中国传统和中国文化的深情。在今

湖北省罗田县城东北有一座坟茔，是近代著名方志学家、原武汉大学教授王葆心（1867-1944年）先

生的墓地。墓前立有大理石碑及墓志3方，两侧石柱上刻有董老题写的挽联"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

师"。上联所说的"楚国以为宝"系借自儒家经典《大学》中的典故："《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

惟善以为宝。"'下联则似乎是叹惜今人失去了旧时代的文化大师。而该墓碑树立的时间，正是中国

知识分子遭到严厉整肃的1957年。从这两组联语中，我们可以隐约窥见董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挚

情感。笔者以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所应有的胸怀。 

    一场革命是否真的有益于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乃至人类的解放，或许并不在于它对传统的破

坏，而在于对传统的扬弃，即扬善弃恶。中国拥有五六千年的文明传统，如此悠久的文化积淀，不

可能没有糟粕，但也不可能尽是糟粕。而且，即便是糟粕，也未必没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可能性，简

单地砸烂和抛弃均非可取之道。 

    关于传统和糟粕，楼宇烈先生说得很好："我们常讲，对于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

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这都要根据我们的现代社会而定，而且你说是糟粕，不一定的，你说是

精华，也不一定的。为什么呢？精华的东西到了今人的手里面一用就变成糟粕，糟粕的东西通过今

人运用也可能是精华。我这样一说，可能有人会认为是没有标准。那事实上就是这样啦，腐朽可以

化为神奇，神奇也可以化为腐朽，关键的是今人如何去把握它，如何去运用它。所以我们不能赖我

们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包袱，那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人不善于去运用它。今天的法治民主，

都是我们今天实在的文化，在传统的文化中间是不会有今天的这些东西的，但是今天的东西是在传

统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既然西方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他们运用自己的传统希腊罗马的文化以及

中国的传统—他们从中国这儿吸取到人本精神去抵制西方自己的神本精神、神本主义的东西，然后

开发出了近代的这种理性主义的时代。这并不是说拿来就用，而是经过了消化开发的。既然西方人

可以把我们传统的东西运用到现代，变成了现代的民主，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从自己传统的东西中

开发出现代的东西来呢？现成拿过来是不可能的，传统的东西里面没有现成的现代的东西，必须要

经过现代人的转化才可以。所以这个责任都在我们现代人的身上，简单地去区分糟粕与精华并不是

一个好的办法，关键在于我们今天的人把这些东西如何转化。"[11] 

    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中讲过一段名言："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

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12]

我想，董老投身革命的目的，或许正像耶稣•基督说的那样，并非是要废弃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法制，

而是要"成全"！所谓"成全"，我的理解，即如楼宇烈先生所说，就是要从中国传统中转化和开发出

符合现代精神的东西来，这就叫化腐朽为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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